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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南合作的兴起:中国作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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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南南合作”兴起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是在新的发展经验、新的发展

资源和新的发展制度重塑下的全球发展方案.一方面,“新南南合作”继承了南南合作中不

干涉内政的政治遗产,在新的全球发展时期强调尊重国家需求导向和互利互惠原则;另一方

面,“新南南合作”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下努力维护全球化的成果.中国已经成为“新南南合

作”的主要经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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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合作缘起于冷战反殖民主义的历史背景,先后出现了万隆会议、７７国集团、联合国贸发会议

等南南合作的阵地,但是由于国际发展合作话语一直受西方主导,南南合作在其后的３０多年中几度

被搁置,进展缓慢,直到以中国为首的南方国家崛起,南南合作有了新的发展契机[１Ｇ１０].不同于传统

南南合作中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独立的经验,南方国家开始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成功发展经验———发

展优先、基础设施先导、农业发展和工业化、人口的流动与减贫等,孕育了新的发展知识要素,这些发

展知识要素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取得独立的民族国家所继承的发展思想遗产有着很大的不同.与

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南方国家正在为全球发展提供新的发展资源,南方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和发

展援助都达到了新的高度.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建立和提出,南方国家积极参与 G２０会议和联

合国２０３０议程为“新南南合作”提供了制度建设的保障依据.

　　一、新的发展经验和知识

　　中国作为二战后取得独立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仅用了前后两个３０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工业化和

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按照发展型学习的路子,在不断学习与纠错的过程

中发展,既学习了先发国家的发展经验,又摸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自主性发展道路,为发展中

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经验,也为全球发展贡献了新的发展知识.中国所提供的新的发展经验和知

识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农业发展,第二是工业化,第三是城镇化,第四是减贫经验.

１．农业发展

农业发展在中国发展经验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土地制度,二是单位

土地产量的提高.
(１)从土地改革到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度.新中国成立前,原有的土地制度极为不合理,制约了

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占乡村人口不到１０％的地主和富

农占有约７０％~８０％的土地,而占乡村人口９０％的贫农、雇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占有２０％~
３０％的土地,他们终年劳动,不得温饱[１１].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８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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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法»,规定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１９５２年底,全国基本完成土改,３亿农民在土改中分享

了７亿亩土地.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完成了土地的重新分配,使得土地重新回到了广大农民手中,为
农业发展,工业发展奠定了不可缺少的基础,见表１.

表１　全国土改结束前后各阶级占有耕地比重[１２] ％
贫雇农 中农 富农 地主 其他

土改前
土改后

１４．２８
４７．１０

３０．９４
４４．３０

１３．６６
６．４０

３８．２６
２．２０

２．８６

　　土改的完成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此基础上,以山西长治的农民自发探索出农业合作

社经验为代表,逐渐向全国推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成为一项国策.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的几年,粮食

产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在随后的“大跃进”的热潮中,人民公社制度成立,打乱了原本循序渐进推进

的合作化运动,也随即暴露出了其弊端,不切实际的生产计划使得农民积极性受挫,在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

人民公社高潮后全国出现了农民退社的风潮;紧接着是３年自然灾害期间遭遇的粮食减产和饥荒的

问题.
面对困难,中央政府深入农村调研并及时纠正问题,１９６２年中共中央出台的«关于改变农村人民

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指出,人民公社制度“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规模“以二

三十户为宜”[１３].这就是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意味着又把农村集体经济的生产经营、财务

管理权和分配权还给了最低的小队层次(相当于村一级).人民公社制度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小队这

一政策调整对农业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粮食增产得以继续.粮食产量由 １９６２ 年的 １３１３
公斤/公顷上升到１９７８年的２５２８公斤/公顷[１４].

然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调整并不能改变人民公社体制下高度“政社合一”带来的弊端,在这

一机制下,农业生产中监督成本高,生产队中社员的积极性低下,导致农业生产率越来越低[１５].中央

政府开始进行又一次的纠错,而这一次纠错促成了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变革———即１９７８年的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应运而生.１９８２年的中央１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确
认“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方式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制度[１６].人民公社制度开始被家庭

联产责任承包制度取代,农村改革推动了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４年农业高速增长(见图１).

` 图１　中国的农业增长率

　　(２)单位土地产量的提高.中国的农业增长经验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单位土地产量最大化原

则.这一原则通俗地说也叫“精耕细作”,指的是通过单位土地劳动力密集投入来获得单位土地的最

大产量.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农作方式,历经了数千年.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运

动,还是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责任联产承包制,都是建立在追求单位土地产量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中国

根据自身发展初期工业基础差、耕地少、缺乏资金的现状摸索出的经验.黄宗智指出,中国的农业现

代化道路和美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发展方向完全不同.中国农业的主导逻辑是单位土地产量的最大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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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美国农业的主导逻辑是单位劳动力产量的最大化,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谷物播种面积逐年缩

减,谷物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小的原因[１７].黄季焜认为,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均耕地少,各省的人

均耕地也会随着人口的增长呈现减少的趋势,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保障粮食安全的

主要路径[１８].中国的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从１９６４年前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数次

超过美国,与发达国家日本、美国接近,表明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有了巨大的

飞跃(见图２).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图２　中国等国及世界平均的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水平(１９６１－２０１４)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发展为工业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方式汲取农业剩

余.根据孔祥智等人的研究,１９５２－１９９７年期间,农民通过“剪刀差”的方式为国家提供１２６３８亿元

工业化资金,平均每年达到２７４．７亿元[１９].
可以看到,中国的工业化原始积累正是建立在前三十年的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第一个五年计

划结束时(１９５７年),中国农业占工农总产值比重从１９４９年的７０．０％下降到１９５７年的４３．５％[１４]

２．工业化

(１)从以重工业为主到轻重平衡.与农业发展一样,中国的工业化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学习与纠正

的过程.建国伊始,中国借鉴苏联的工业化经验,优先发展重工业.“一五”期间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

业化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然而随后出现的中苏关系恶化和“大跃进”的影响,使得中国的工业

化发展出现了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也出现了工业与农业比例失调的问题,进而导致整个国

民经济结构的不平衡.鉴于此,中央政府开始进行工业发展的纠错.１９５９年,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

会上通过了«１９５９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钢铁产量指标得到下调[２０].经过经济调整,中国轻重工业

结构失衡的局面得到改善,１９６２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占工农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３３．６％,３０．９％
和３５．６％[１４].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是冷战热战的交替威胁的时代,中国周边地缘关系紧张,相继发生了

“反攻大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印度支那战争.处于备战考虑,中国开始了“三线建设”,我国工业

布局东西部区域不平衡的状况得到改善.但这一时期的建设项目大都为国防军事重工业,这也造成

了轻重工业比例再次失调.１９７８年轻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１９６５年几乎均衡的５０．４％、

４９．６％变为４２．７％、５７．３％[１４].
为解决轻重工业发展不均带来的消费品不足和经济结构严重失调的问题,中央政府再次进行纠

偏.１９７９年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工业化均衡发展战略.通过发展非公用经济和民间力量

来推动工业化进程,通过实行“双轨制”,建立市场体系,逐步调整和平衡产业结构,侧重轻工业的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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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１９９１年,轻重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已经由１９７９年的０．７８∶１上升为０．９５∶１[２１];之后,轻重工业

总产值之比基本稳定在１∶１.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１».

图３　１９５１－１９８０年各国工业生产平均增长率

中国工业生产在１９５１－１９８０年期间的平均增速高

达１２．５％,高 于 同 一 时 期 的 日 本 (１１．５％)、苏 联

(８．６％)、印度(５．９％)、德国(５．８％)、法国(５．０％)、美国

(４．０％)、英国(２．３％)(见图３)[１４].农牧业税也由１９５２
年的２８％,降至１９７８年的５．４７％[２２].可见,经过１９７８
年以前的３０年的农业发展带动工业化建设,一个独立

的和比较完整的中国工业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为后

三十年的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物质准备.
(２)基础设施先导.中国的工业化为基础设施建设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无论在改革开放的前３０年还是在

改革开放后的３０年,中国政府对基础设施都进行了大量的投入.
在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的３０年里,经历了国民经济的曲折发展,国家对全国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仍

然保持增长的势头.公路交通、铁路交通、民航航线和输油管道里程比起建国伊始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和突破,为城市建设提供了良好基础.在农村,全国各地兴修了大量农田水利设施,水库数量从１９４９
年的１２２３座增加到１９７８年的８４５８５座[２３],为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抵御水旱灾害提

供了坚实物质保障.农业灌溉面积由１９５２年的１９９５．９万公顷增加到１９７８年的４４９６．５万公顷,其
中机电灌溉率从１９５２年的１．６％提升到１９７８年的５５．４％[１４].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更是进入了飞速增长时期.从民间流传的“想致富,先修路”到
中国的高铁奇迹,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３０年实现了村村通公路,电信和互联网(见表２),高铁规模更

是达到世界第一(见图４).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６».

图４　中国高铁营业里程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中国的高铁轨道总长度达到１６０００公里,位居世界第一.林毅夫等人认为,中国基

础设施建设成功的经验离不开中国积极引进和学习国外技术,并发展出自己的比较优势.以中国高

铁为例,中国在过去１０年中每年派出代表团出国进行考察访问,仅在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中国就派出

了９７个代表团共计５８０名技术人员赴德国西门子学习高铁技术.２００８年４月１１日中国制造出了

第一台CHR３高速铁路机车.林毅夫等的研究表明,中国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网络的单位成本比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低,并且具有可靠性和高效性.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比较优势,一方面得益

于相对低的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大规模的高速铁路网络规划实现了规模经济[２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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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５年中国通信普及情况 ％

开通互联网宽带业务的行政村 电话普及率 移动电话普及率 通邮的行政村

９４．８ １０９．３ ９２．４９ ９９．８

　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６».

　　３．城镇化

中国的城镇化最大的特点是起始于中小城镇的发展,通过乡镇企业带动乡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然
后再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沿海开放城市与国际大都市.这种方式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起源

于城市大工业向农村社会的渗透和辐射.与农业发展、工业化一样,中国的城镇化也是在不断地纠正

和调整中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是中国乡镇企业,第一代乡镇企业可以追溯到集体化时期

的在农林副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队企业.但是,受到“大跃进”、三年经济困难、“文革”、“以粮为纲”
等影响,这一时期的社会企业的经营受到严格限制,具有单纯和自发性、自给自足的特点.这一阶段

我国的城镇化率由建国时的１０．６％提高到１５．４％[２５].
第二代乡镇企业是三线建设背景下为备战需要而建立的地方企业.以小钢铁、小煤炭、小化肥、

小水泥、小机械这五小工业为方向.但是由于片面强调五小工业,没有考虑地方实际,造成许多地方

的乡镇企业一哄而上,又一哄而散,这一阶段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基本停滞.

１９７９年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开始,国家为鼓励乡镇企业的发展出台了多项政策规定.
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鼓励社队企业的大力发展[２６].１９８４年起

社队企业正式改名为乡镇企业,１９８５年中央提出发展乡镇企业是振兴我国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这

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先从农村开始的表现,至此,乡镇企业进入空前发展的阶段.１９９０年,乡镇企业

生产值达到８４１６．６４亿元,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２２．１％[２７].截至１９９２年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力超过

１亿人[２８].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渐深入,国有企业出现收入分配严重个人倾向、挤占流动资金等严重问

题.１９９３年１１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

定»,明确规定了我国要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２９].经过不断的改革,国
有企业的组织制度和经营状况不断改善.２０００年国有企业销售收入增长１８％,利润总额比１９９９年

增长了３．５倍[２７].
另一方面,国家开始推进对外开放和大城市建设的城镇化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东南沿海

先后设立了深圳、珠海等４个经济特区,随后又在大连、天津等１４个沿海开放城市设立国家经济技术

开发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建立浦东新区􀆺􀆺从１９８０年开始,以开发区为特征的沿海地带城市经济迅

猛发展,出现了外资企业聚集的以深圳、上海、北京、广州等为代表的国际大都市.改革开放和市场经

济极大地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随着国家对人口流动管制放宽,农民外出就业人数从１９８３年的

２００万增加到２０１５年的２７７４７万[３０],中国的城镇化率也在２０１１年首次突破５０％达到５１．２７％[３１].

４．减贫经验

中国农业发展、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稳步发展一同为解决本国的贫困问题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这个基础很大程度上反映在中国的基尼系数上,１９７８年前,中国农村的基尼系数仅为０．２１２,１９８３年

只增加到了０．２４６[３２],这为后来推行的扶贫攻坚计划提供了一个社会结构平等的前提条件.
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是中国减贫的重要经验.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在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０８年的

３０年间达到９．８％,期间的贫困发生率则从６３％ 下降到不足１０％ .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８年年间,中国的

经济增长对于减贫的弹性高达－１．０９,即人均 GDP每增长１％,贫困发生率下降１．０９％[３３].
此外,农业的增长也是减贫的重要驱动.研究指出农业的增长对减贫的贡献是工业的４倍[３４].

黄季焜的研究表明农业转型的速度与农民收入的增长以及减贫有着密切的关系:农业转型越快农村

减贫的效果就越大.他指出中国农业的成功得益于四大驱动因素:制度变革(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间的土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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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制度改革);技术革新(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开始);市场改革(１９８０年代末期开始);农业投资(整个改革开

放过程).他就中国农业转型的经验,提出了农业转型的４个阶段的衡量指标:在第一阶段,衡量的指

标主要是主粮生产;在第二阶段,衡量的指标是农业的多样化(劳动密集＋高附加值产品);第三阶段

的衡量指标是非农就业的增加,其中包括农业＋兼业非农就业,农业和非农业的专业化分工增加,农
业机械化和“不在农场”(offＧfarm )的就业增加;第四阶段是农村城市化和城市Ｇ农村的综合发展.他

认为,要实现包容性农业转型必须遵循制度－政策－投资(IPIs)的顺序①.
与农业发展的减贫效益相比,工业化的减贫影响则更为复杂.表１显示,减贫速率在１９７９－

１９８４年间最快,贫困发生率从３０．７％ 下降到１５．１％,年均减贫人口１７８６万人[３５].１９８５年以后减贫

速度开始放缓,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间的年均减贫人口达到８００万,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间的平均年减贫人口只

有３９２万[３５],这一时期的农业增长率也从８．０％的高峰下降到４．２％,而工业增长率却从８．１％增加到

１２．８％[３６].农民收入放缓与这一阶段减贫速率的下降密切相关,数据显示,农民人均收入在１９８６－
１９９５年的增长率为３．６％,远低于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的１５％ [３７].一方面,工业化的发展增加了农民的收

入来源,拓展了农民的收入结构,农民的非务农收入快速增长,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

收入的３４．３％,对这一时期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５１．６％[３２],但另一方面,工业化的推进也带来了

农村结构不平等的问题,农村地区的基尼系数从１９９０年的０．３１增至２０００年的０．３５,２００５年再次增

至０．３８[３８].因此,贫困问题依然会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长期存在,中国的减贫战略和各项社

会保障制度也需要保持跟进.
表３　中国的经济增长、农业工业增长与贫困发生率(１９７０－２００６年)[３６] ％

１９７０－１９７８ １９７９－１９８４ １９８５－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 ４．９ ９．２ ９．７ ８．２ ９．９ １１．１

农业增长率 ２．７ ８．０ ４．２ ３．１ ４．３ ５．０

工业增长率 ６．８ ８．１ １２．８ ９．１ １１．４ １３．０

贫困发生率 ３０．７(１９７８年) １５．１(１９８４年) ７．１(１９９５年) １０．２(２０００年) ６．８(２００５年) ６．０

　　二、新的发展资源

　　新南南合作兴起的第二个标志是新的发展资源的产生.这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投资、
国际发展合作的快速增长.

根据IMF的数据统计,近１０多年来,南方国家在全球贸易的比重快速增加.其中南方国家的进

口额比重从２０００的２８％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４３％.出口额从２０００年全球总出口额的２２％ 增加到

２０１４年的３８％.发达国家的相应比重则分别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７２％、７８％ 下降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５７％、

６２％[３９].从南方国家内部贸易情况看,南方国家之间的进口额从２０００年的２９％上升至２０１４年的

４８％,出口额从２０００年的２５％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４１％.南北贸易的相应比重则从２０００年的７１％、

７５％分别下降至２０１４年的５２％和５９％[３９].南方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基本与南北方国家的进出

口贸易逐渐接近.数据显示,在南方国家中,以亚洲新兴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贸易增长最快,其中,
中国的贡献最大.由IMF２０１４年对全球进出口贸易统计的数据可知,中国是１４３个南方国家中的主

要贸易国家.中国是４８个南方国家的第一大进口贸易国家,是１０５个南方国家排名前三的进口贸易

国.同时,中国也是３３个南方国家的第一出口贸易国,是９５个南方国家排名前１０的出口贸易国②.
除了贸易额的增加,南方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也在增加.２０１５年全球投资报告显示,发展中国

家的FDI主要来自亚洲国家,中国香港、中国大陆和新加坡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最多,这三者投资

超过了发展中国家FDI来源总额的５５％,巴西以７％排在第四.发展中国家(中国、巴西、印度、马拉

６

①

②

根据黄季焜在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６日“中非农业合作助推非洲农业现代化———中非农业发展政策对话”会议报告整理.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CDIS数据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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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墨西哥、南非)总共占发展中国家FDI来源的３３％(见图５).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目的

地中,亚洲(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占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目的地的５８％,欧洲占１３％,非洲占

４％,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占４％,北美占７％(见图６).中国大陆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

国家.

注:数据来源于«UNCTAD WorldInvestmentReport２０１５».

图５　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占比

注:数据来源于«UNCTAD WorldInvestmentReport２０１５».

图６　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目的地占比

　　２０１５年末,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为１１５６．８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存量的１０．５％.存量位列前１０的国家是: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老挝、阿联酋、缅
甸、巴基斯坦、印度、柬埔寨[４０].

在国际发展援助上,南方国家也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南方新援助国

家的国际发展援助金额在逐年增加.其中,中国已经是南方国家中最大的援助提供国,中国的官方发

展援助支出远超过金砖国家的印度、巴西和南非;印度居于中国之后成为金砖国家中第二大援助支出

的国家(表４).
由上可知,无论在贸易、投资、发展援助方面,中国的表现最引人瞩目,中国已经成为新的全球发

展资源的主要供给者.新的全球发展资源也为新南南合作的兴起提供了物质保证.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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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金砖国家发展合作优惠流动(类官方发展援助)金额估算 百万美元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中国 ９１１．９０ １０３３．２７ １４６６．８６ １８０７．５７ １９４７．６５ ２０１０．６１

印度

巴西

４１４．５０

１５８．１０

３８１．４０

２７７．２０

３９２．６０

２９１．９０

６０９．５０

３３６．８０

４８８．００

３６２．２０

６３９．１０

９２３．００

南非 ４２．００ ４９．１０ ８５．２０ ８９．２０ １１９．５０ ９８．４０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IPEA,缺少俄罗斯数据.

　　三、新的发展制度

　　当前的全球发展被看作是起源于西方发展制度[８].学界对于西方发展制度的反思与批判的研究

层出不穷,这使得批判反思西方的发展制度也成为西方知识生产的一个强项.南南合作就是被看作

反思与批判西方发展制度的一个典型的概念.然而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南南合作的思想并没有

超越西方发展制度形成替代性的发展知识与制度,而是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影响下曲折发展,直到中

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才为南南合作带来了复苏,并为南南合作作为一种新的发展制度创造了条件.

２００４年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出版了美国«时代»杂志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写的«北京

共识»,“北京共识”强调了知识创新推动的中国的自主发展经验.这篇文章在中外产生了很大的震

动,文章指出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而诸如阿

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的代价[４１].这标志着西方主流

社会开始承认中国为首的南方国家的发展经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同一年,２００４年联合国大会决

议通过了“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专门单元”正式改名为“南南合作专门单元”.南南合作的官方概念正

式诞生,联合国对南南合作的定义为“南方发展中国家之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领域合

作的一个广泛的框架.涉及两个或多个发展中国家,可以以双边的、区域的、次区域的或跨区域的合

作为基础.发展中国家通过共享知识、技能、专家和资源以实现其发展目标.”并指出,南南合作的基

本精神是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南南合作的指导原则是“尊重国家主权、国家所有权与独立,平等与

无条件,不干涉内政,互惠互利”.此外,南南合作还鼓励三方合作,即传统援助国家与其他多边组织

通过提供资金、培训和管理技术等形式以支持南南合作的倡议被称为三方合作.２００５年,在第一次

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召开５０年之后,近５０个亚非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了由印尼和南非共同主办,在印尼

首都雅加达举行的亚非峰会.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上提出构建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政
治、经济、文化、安全)的四方面设想.会议发布了«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宣言»,提出亚非国家在政

治、经济、文化、安全四大领域的全面合作.联合国南南合作专门单元的成立与亚非国家领导人的再

聚首标志着南南合作的复苏.南南合作的复苏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崛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
与全球化的形势发展息息相关.此时的南南合作延续了独立自主、平等互惠的万隆精神,但其广度和

深度已经比万隆会议时期和７７国集团时期要深刻得多,此时的南南合作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
化、技术等各个领域,合作方式也拓展至三方合作,强调南方国家之间的发展知识分享.这些变化在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快速发展.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经合组织 OECD国家陷入经济持续低迷,中国、印度为首的金砖国家经受

住考验,继续保持增长.南南合作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合作范式开始受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视.经合组

织(OECD)开始承认南南合作的地位,并在２００８年专门成立了南南合作任务组,国际合作正从北方Ｇ
南方国家的“援助者－受援者”的关系转变为不同层级行动者之间资源和知识共享的关系.南方和北

方的合作方式正在融合.中国开始在全球治理的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２０１６年中国在联合国的会

费分摊比例达到７．９２１,取代了一直以来稳居第三的德国的位置.数据显示,除了美国的会费分摊比

例一直保持在稳定的第一位置,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大国的会费比例近十年来呈现持续下降的趋

势,而巴西、俄罗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会费则在稳健上升(见表５).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上升到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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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的位置以及２０１６年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都体现了二战以来所形成的

国际发展秩序正在重新排序.
表５　联合国会费主要贡献国家分摊比例(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 ％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美国 ２２ ２２ ２２ ２２ ２２ ２２ ２２ ２２ ２２ ２２ ２２

日本 １６．６２４ １６．６２４ １６．６２４ １２．５３ １２．５３ １２．５３ １０．８３３ １０．８３３ １０．８３３ ９．６８ ９．６８

德国 ８．５７７ ８．５７７ ８．５７７ ８．０１８ ８．０１８ ８．０１８ ７．１４１ ７．１４１ ７．１４１ ６．３８９ ６．３８９

中国 ２．６６７ ２．６６７ ２．６６７ ３．１８９ ３．１８９ ３．１８９ ５．１４８ ５．１４８ ５．１４８ ７．９２１ ７．９２１

英国 ６．６４２ ６．６４２ ６．６４２ ６．６０４ ６．６０４ ６．６０４ ５．１７９ ５．１７９ ５．１７９ ４．４６３ ４．４６３

法国 ６．３０１ ６．３０１ ６．３０１ ６．１２３ ６．１２３ ６．１２３ ５．５９３ ５．５９３ ５．５９３ ４．８５９ ４．８５９

意大利 ５．０７９ ５．０７９ ５．０７９ ４．９９９ ４．９９９ ４．９９９ ４．４４８ ４．４４８ ４．４４８ ３．７４８ ３．７４８

加拿大 ２．９７７ ２．９７７ ２．９７７ ３．２０７ ３．２０７ ３．２０７ ２．９８４ ２．９８４ ２．９８４ ２．９２１ ２．９２１

西班牙 ２．９６８ ２．９６８ ２．９６８ ３．１７７ ３．１７７ ３．１７７ ２．９７３ ２．９７３ ２．９７３ ２．４４３ ２．４４３

俄罗斯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６０２ １．６０２ １．６０２ ２．４３８ ２．４３８ ２．４３８ ３．０８８ ３．０８８

巴西 ０．８７６ ０．８７６ ０．８７６ １．６１１ １．６１１ １．６１１ ２．９３４ ２．９３４ ２．９３４ ３．８２３ ３．８２３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官网.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６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的南南合作圆桌会议上发表了

重要讲话①.从习近平的讲话可以发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不干涉内政、互利互惠”是万隆会议

时就强调的内容,是对万隆精神的继承.重申不结盟运动、７７国集团机制的作用承认了万隆会议之

后的南南合作的延续性.照顾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表现了南南合

作对联合国一直以来的支持不发达国家的减贫和发展主题的拥护.“秉持义利相兼、先义后利的正确

义利观,将他国发展当作自身机遇,不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我赢你输的零和模式.互通有无、优势互补,
联手开发国际市场,全面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共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争取有利地

位”是新增的内容.这两句话虽然简短,但却意义重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义利观是植根于

中国文化的儒家文化义利观在全球化时代的再解读———将“他国发展当作自身机遇,不追求利益最大

化和我赢你输的零和模式”.这是对过去百年来发生全球金融危机时,大国、强国转嫁危机于弱国、小
国导致全球不平等进一步加深的教训的深刻反思.不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我赢你输的零和模式,挑战

了资本主义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本质,也暗示了对丛林法则和强弱对立的二元结构的摒弃.这句话是

对南南合作经济伦理和哲学基础上的声明.“互通有无、联手开发国际市场,全面融入全球产业链、价
值链,共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争取有利地位”.这句话是对实现南南合作的方法上的说

明,强调优势互补,优势互补,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变革.“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就是上述思想和方法的体现.

此外,基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经验,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也开始受到国际主流的认可,中国的

经济学家林毅夫提出的全球基础设施倡议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承认[２４],他提倡的“新结构经济

学”强调基于国家资源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和赶超发展的理论也在发展中国家的

影响力越来越大.

２０１６年２０国集团杭州峰会标志着以“中国方案”为代表的南方国家的发展主张正在逐渐成为全

球发展的重要替代.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联合国大会的一系列会议上提出的中国主张进一步展示了南

９

① 讲话的内容为:“政治上,我们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相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国

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经济上,我们尊重对方意愿,不强人所难,不乘人之危,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南南合作是互

利共赢的合作.我们秉持义利相兼、先义后利的正确义利观,将他国发展当作自身机遇,不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我赢你输的零和模

式.我们互通有无、优势互补,联手开发国际市场,全面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共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争取有利

地位.南南合作是团结互助的合作.我们通过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机制保持沟通和协调,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捍卫正当

权益,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照顾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向他们提

供援助,帮助他们提高自身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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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家在国际发展政治上的成熟.可以说中国的方案和主张正在使南南合作的视野和架构得到前所

未有的拓宽,使得南南合作的发展经验、发展资源分享得以实现,也使得南北合作和三边合作成为

可能.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新南南合作”指的是新的发展经验、新的发展资源和新的发展制度下全球发展方式.
这个制度继承了南南合作中不干涉内政的政治遗产,同时在新的全球发展时期强调国家需求导向、互
利互惠原则.“新南南合作”为全球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经验,强调结合本国国情,在不断学习与纠错

中发展,强调农业增长、基础设施先导和减贫效益.“新南南合作”为全球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资源,
强调贸易、投资和援助三者结合.“新南南合作”维护全球化的发展成果,并在此基础上为建立新的全

球发展制度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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